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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观察山涧里一派急流的水，除了你感叹“逝者如斯夫”之外，你也可

以见到涧内种种东西应付水流的方法，是很不一致的。树叶、草根、落花，是完全

跟水走的，可以算是第一种。大一些的东西，例如石块、大树的老根，无论水流得

如何湍激，是丝毫不动摇的，可以算是第二种。涧床深处，有许多鱼，头部一律向

上顶着，鱼身的方向恰恰和水流方向相反; 好像争着往上流游去，却是并不见有什

么进步。他们是潮流中的挣扎者。

———潘光旦《夔庵随笔》①

王说: “唉! 年轻的姬封啊，治理国家好比治疗自身的急病，要十分地谨慎小

心啊! 上天是令人畏惧的，它愿不愿诚心诚意地帮助你，最大的表现形式就是臣民

的情绪了。小人是难于治理的，你到那里之后一定要尽心尽力，不要贪图安逸享

乐，这样才能治理好民众。我听说过这样的话: ‘怨恨不在乎大，也不在乎小，关

键是要认真对待。’一定要使那些不服从的人服从，使那些不勤劳的人勤劳。唉!

你虽是个年轻人，但身负责任重大。我们的王秉承天命来治理殷民，你应该协助王

来实行上天的使命，把殷民改造为新的民”。

——— 《尚书·康诰》②

实际上，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做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是如

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屡见不鲜的。中国的本性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

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无论属于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

官兵既到，该是自己人了罢，但仍要被杀，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属于强盗似的。

这时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

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们决定他们怎么跑。

———鲁迅《等下笔录》③

①
②

③

潘光旦: 《夔庵随笔》，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尚书·康诰》，载于萧少秋、刘明华、周奕才、叶晖南编译: 《治国名篇》，国际文
化出版公司 1992 年版。
鲁迅: 《灯下笔录》，载于《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212 页。



前 言

一、对“回族”的理解: 作为理性实践与情境化演绎的社会角色

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回族绝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也不能由

具体的名称、人物和地域来表示。回族既是一个理性实践的创造，是一

个情境化的演绎结果，是一种新型的联合和文化团体的构造，也是一种

民族性和国际性的道德代理人。“回族”的出现既体现了有意识的分类

过程，同时也彰显了无意识的话语实践。对中国回族现象的探讨之所以

有着不菲价值，在于回族在本土化与社会化过程中牵涉到中国政权组织

作用下的社会角色定位与群体身份认同的问题。回族是被历史打满烙印

的历史事实与意义符号的总成。其传统的身份特质正演绎着新的意识、

新的途径、新的抉择、新的意义和新的权威。但是，马克思给这种情境

早已做了限定: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

地创造”。这无疑为“回族及其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限定了边界。

遍布每一个角落，不管中原，抑或边疆，都存在回族繁衍生息、自

由漂浮、非依附性的表象，及地域性和全球性结合的特质。形式上，分

布于不同区域的回族互不关联、彼此分离。实质上，却在文化内涵和社

会化过程中分享了共同的结构。这一方面渊源于共享的文化根基，同时

也外不开国家行为的作用。作为整体的回族群体，其运行逻辑并非是孤

立或单线的，而是兼具了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共生的特点。各种能使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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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秩序合法化的话语，对维系这样的特点是绝对必要的。历史进程中的

回族，是在中国背景下持续发挥有机性、集体性、表征性，并坚持一定

独立性的结果，是以生存策略为导向，与国家政体保持价值取向上相对

平衡状态的产物。回族的历史并非是形而上概念的简化集合，而是与迁

徙、社会动员等之类跨时空行动密切关联的结果。回族的政治和职业身

份与革命、改革、现代化进程等俨然牵系着，其价值、功能及潜能，伴

随多重社会变革而转变。这是一种保持政治连贯性的道德诉求，也是回

族实际地位与可能地位博弈的体现。

回族与国家在历史互动中产生的社会化关系，通过横跨各个历史时

代的准则得到协调。这些准则并非仅是对现状进行实用性的辩解，或者

仅是起到规范特定现状的作用。在这种准则协调下的社会化互动在促使

回族进入一体框架内，同时将回族转换成了 “异化”或 “边缘化”的

角色，由此意味着社会化文化的匮乏，结果导致作为国家或集体的普遍

性与个人或民族自主性之间产生对弈。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发展，

回族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概念化的新尝试被进一步强化。其政治意义

随着他们在再生产方面的作用而凸显。一旦获得表达意见的机会，回族

就以“社会问题”的形式来表达不同意见，体现他们的政治意义。但

从历史进程来看，回族是以置身于公共环境、扎根于社会群体、社会事

业以及社会运动中的姿态参与改造世界。由此而产生了戏剧性的画面:

当新的国家建设要求替换传统国家的旧要求而成为时代主题时，一些观

念和做法由此而被推广到回族社会中并导致了回族社会的结构性转变。

如果不这样，国家的政治经济变革就无法进行，更无法取得实效。尽管

回族民间社会有着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意见，但是广大回族民众被整合

到国家重构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计划的语境中已是历史必然。随着时

空的不断转移，国家变换了传统的策略，愈来愈将回族整合为伙伴关系

而不是依附关系，以推动国家的和谐发展。显然，国家与社会是通过互

动构而建出一个不间断的文化整体现象。

回族在中国的发展，本质上是伊斯兰本土化及其如何与中国大环境

2

国家建设历程中民间社会秩序的型塑 ＞＞＞



调适对话的过程。从中国国家建设出发，可借助国家话语来理解回族社

会构成。因为国家从来都存在着一种线条清晰的主流历史。从回族社会

内部出发，可对国家建设做出来源于草根的经验解释，由此挖掘出回族

社会历史的深层特征，及国家行为作用的痕迹。当然，回族社会在总体

上并非总是处于同一时代或者同样的发展程度。

由此，本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如何从资料中挖掘当事人的观点和态

度，并将其视作“客观的现实”。即使研究的内容涉及被研究者的主观

世界，这个主观世界也被认为是 “客观存在”。对其中所牵涉的系列价

值性问题、描述性问题、过程性问题，都基本符合从事实表述到意义解

释、从论证理论到建构现实的逻辑体系。

在研究内容上，本研究不限于单纯的历史事件，还扩大到对群体和

个人心理的探究，在丰富研究内容的同时，也给理论的呈现注入了鲜活

的体验。由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存在关联，因此研究重点主要放

在这种关联的过程、形式和步骤上，并对这种关联展开解释和分析。

在视角上，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独到性。对回族的探索，人们习惯放

在不同朝代背景下来探索具体的行为事件。通常地，回族被视为一种集

体现象，对他们的研究早已形成了一门学科———回族学。但在这一过程

中，“回族学”却很少顾及到回族是应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形势而出现

的。客观地，回族的历史无疑是集体、场景、时间的历史。回族所表征

的意义是复数的。这也是在历史进程中其定义或名称呈多样性的因由，

也是回族知识谱系得以本土化建构的明证。本研究将视角锁定在回族历

史与国家历史的相关性上，通过特殊的兴趣点或方法使得这样的相关性

更加清晰而完整。在某些环节上，本研究又将回族看做与国家政权相对

的团体，视为社会的阶层之一。

在方法论上，考察回族社会，除了按朝代、特点和制度划分外，还

应该有整体历史的大时段划分。方法总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而理论

总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对于回族来说，作为独立意义上的历史时

期，其实并不存在。对回族的认识需要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历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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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考察。虽然帝国体系与民族国家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差异，但二者之

间却存在一定的连带性。所以传统的帝国和当代的民族国家诚然更像是

一个整体。经验表明，在回族的生活世界中，很多事物都没有绝对的开

始与终结，更没有哪一个事件能割断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瓜葛。而且，在

回族历史演进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国家与民族、官方与民间的关系本

身是相当复杂的，二元互动并非是等量或均衡的，也不是以同样的速度

而演变的。

在结构上，本研究开篇就对穆斯林由于参与事件和指导思想的不同

导致的身份演变展开梳理。探讨回族身份形成、社会地位获得、政治角

色表达方式或行动途径等内容，目的在于关注穆斯林作为整体的发展过

程与行为模式，重点突出穆斯林对帝国政治生活的参与、穆斯林与政权

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政权所负责任的社会影响与价值内涵。

总之，本研究致力于探求回族的具体历史地位、现状及 “实例”，

分析回族所“依附”的实际机构以及这种依附关系的政治价值，竭力

辨明哪些是促使其发展的条件，哪些属于限制性条件。在性质上，以质

性研究为主，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利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

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面对宏

阔的、长时段的历史背景，文章只是择取了一条狭窄的管道，从中突出

国家行为对民族社会的影响和塑造作用。或许文章会在根本上忽视了更

为关键的要素，导致在解释的过程中出现挂一漏万的局面，但重点不是

要做出一个“完备的”解释，而是力图达致使得主要关系接近理论逻

辑。研究只是在所能把握的材料和所能认识到的历史之间对所关怀的问

题进行一定意义上的解释，在材料使用和对象考察上难免主观性的

支配。

二、历时性中的流变

文化是人们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创造的智慧结晶。文化将人们连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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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整体。在社会化进程中，由文化维系的有机共同体延伸出了新的身

份并获得了新的意义。中国回族既保持了基于宗教信仰的自我认同，同

时接受了来自“他者”的社会定义。维护自我认同和使用社会定义，

是回族权利诉求的体现。国家有必要提供维护这种权利的政策环境。在

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 “回族”，只存在由社会建构的

“回族”。回族称谓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变动，就是体现。对回族称谓

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环境加以解释，无疑能对社会建构的 “回族”

提供理解。

1. 唐宋“蕃客” ( 或“番客”)

回族的出现与境内其他民族比较而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回族秉持

浓郁的异域色彩，彰显了自然属性。同时，异域色彩也加大了其与中国

本土文化调适、会通和对话的力度，甚至难度。唐代始，回族身份意义

历经的变化，是在主流文化背景下获取生息发展的一种策略。

唐代开放而宽容的政策环境，打开了与海外交往的通衢。“唐朝积

极经营西域，诸部臣服，开通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 又于东

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杭州等地设市泊使，开展海外贸易，使唐朝的声

威远播。唐高宗永徽二年 ( 651 年) ，唐朝西邻的大食国 ( 辖波斯、阿

拉伯和部分中亚地区) 派使者来到中国”①。这些使者大多都为穆斯林。

面对新来乍到的穆斯林，唐政权采取了“‘四夷可使如一家’的民族观

来治理伊斯兰教事务，更为具体一点讲，就是以 ‘恩惠抚和’为主的

态度来对待穆斯林蕃客和他们的信仰习惯。在这个政策的感召下，来华

的穆斯林客商和军士纷纷留居，成为了中国最早的穆斯林”②。由于不

可能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很快营造出根植于中国本土的特性，所以这

时期的回族在社会生活和发展上呈现出游击性状态。

唐时的“‘商胡’，在唐代的商业活动状况，他们的足迹已遍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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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猷、莫俊卿: 《明代民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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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下”① ( 商胡在唐代文献中，亦称 ‘贾胡’、‘胡客’、‘番商’，而

更多的称‘番客’。主要是大食、波斯的穆斯林商人”②) ，但其行踪却

流动不居，始终为营生而东奔西突着。“番商”、“番客”等称谓就是这

种特性的注脚。“‘番’或‘蕃’实际上是一个贬称，……唐太宗时期

史籍中即常见‘蕃官’、 ‘蕃人’、 ‘蕃妇’、 ‘蕃客’、 ‘蕃泊’等名

称”③。宋代紧接唐代，继续保留了这一称谓。唐宋时期，被称作 “番

客或蕃客”的穆斯林，在来源上主要有海陆两路，分别住居在东南沿

海和西北一带。这种借助天然通道及某种利益动机的偶然合成，却由此

奠定了穆斯林在中国的分布格局。在今天，尤其是西北仍然是信仰虔诚

的穆斯林的聚集点。

在此，唐宋穆斯林的职业性质、称谓、居住格局等体现了早期穆斯

林的社会生态。

2. 元代“色目人”

进入元代，穆斯林进入了帝国国家建设的行业中。经商或养家糊口

不再是获得发展的主要目标。将小我世界与帝国 “天下”衔接起来并

争取新的社会定义变成了新的策略。穆斯林由此演变成为帝国保江山社

稷、定夺天下、构建体系的坚实后盾。他们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因而

获得“色目人”的政治身份。这种情形彰显出穆斯林自入居中华大地

后赢得了一次命运性的转机。他们摆脱了“蕃客 ( 番客) ”的侨居身份

和流动性行为，而获得相对稳定的政治身份。政治身份的获得，在改写

穆斯林传统身份特质的同时，拉近了穆斯林同中华帝国的距离。穆斯林

政治使命的出现，使他们有机会行使帝国体制和规范的职能。

在蒙古国兴起以及元朝建立的过程中，大量的穆斯林趁机进入了中

国。其中，两次重要的西征发挥了引进人口的积极作用。这一时期的穆

斯林在称谓上产生了变化。“元代官文书里通称他们为 ‘回回’，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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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自称为‘回回’”①。“回回”被纳入了组织性的规划中。“东来的回

回军士被编入‘西域亲军’、‘回回军’、‘探马赤军’中，成为蒙古军

备的武装力量”②，“并很快成为蒙古征金、征夏、征南宋的重要力量。

他们立有战功，许多人在蒙元政府中担任从中书宰臣到地方的各级官

吏，在蒙古统治者推行的‘四等人制’中”③， “其政治地位仅次于蒙

古人，高于汉人”④，“被列为当时所谓 ‘色目人’中的一种，是和蒙

古、汉、畏吾儿、唐兀、契丹等民族相区别的”⑤。此时的穆斯林，不

再是辗转往来的流民，而是同帝国建设紧密联系的行为主体。大量的回

回军士由于帝国建设的需要，而被发散到各地，如同撒落的棋子，行踪

遍及大江南北。在此，凭着 “色目人”的政治身份，及有意的军事行

为，却无意构建了穆斯林无所不在的分布格局。

元代穆斯林在社会角色和身份上发生转变，形成新的特点。战时，

穆斯林是为元帝国打江山、构天下的行动者。休战时，穆斯林是屯田垦

荒者 ( 除了自给自养外，也是做帝国的后勤工作) 。他们既是执行军令

的神勇战将，也是耕作田地的农夫。战将与农夫之间并非相悖，而是两

位一体。这是帝国秩序赋予的，既是必然的，也是巧合的。在居住格局

上，他们以营地或所圈占的地盘为空间，既发展农业，也蓄养兵源。耕

种土地逐渐培育了回回稳固、留居的情怀，同时也为伊斯兰文化本土化

创造了契机。

3. 明代“回族”

在某种意义上，明代的穆斯林较为不幸，遭遇到严峻的考验。明统

治者在笼络利用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严加警戒或直接打击。但这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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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阻碍穆斯林同帝国再次拉近距离的步伐，他们依旧活跃在帝国体系建

构的舞台上，竭力争取着本土性身份的建构。 “在明王朝的建立过程

中，广大穆斯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常遇春、胡大海、丁德兴、汤和、

邓愈、沐英、蓝玉、冯国胜、冯国用等著名的穆斯林将令随朱元璋出生

入死，大批的穆斯林士兵也在朱元璋等人的指挥下冲锋陷阵，为朱明江

山的肇建立下了汗马功劳”①。与此，一些民族精英将伊斯兰文化同儒

家文化附会贯通，开始思考天地之理、圣俗之道，为有中国特色的回族

及其文化的建构打下了基础。

明代的穆斯林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太祖洪武中，明军西征遗元残

余，兵锋所向，边陲震撼。撒里畏吾儿、哈密相继归附，明朝随之在此

设置卫所”②。明帝国在攻占这些地区后，不仅拓展了统治范畴，而且

使得穆斯林的数量和规模再次扩大。“在明代，甘肃和陕西已经是回回

的主要的聚居区域……在宁夏，明初以来，不断有大批回回以归附土达

的身份被安插在灵州、固原一带，这里后来发展为回民聚居区……云南

成为回回的另一主要聚居区。在明初，有许多回回随沐英进入云南……

此外，在北京、南京、安庆、武昌和江浙、湖广的一些地方，都有回回

散居其间”③。其间，尽管明帝国苦心“设法化导”，共同的伊斯兰教信

仰始终是将回族维系在一起的力量，他们修筑清真寺，并环寺而居。

这一时期，通过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对话，“回族”在中国历

史上作为一个民族正式出现。作为两种文化交汇的产物，回族在外部压

力和内部反思同时相遇的情况下，不仅在外显的形制上采取了附和儒家

文化的做法，而且还从思想高度上同儒家思想融会贯通。“以儒释经”

达到本土化的最高度。 “回儒对话”，最终推动了回族主体性身份的

建构。

4. 清代“起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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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形成的回族，进入清代变成了起义者。这在前朝列代是不存在

的现象。国家理性与民族理性达到如此分离的程度。西北和云南的回族

起义最为典型。

一七八一年 ( 乾隆四十六年) 始，西北、云南等地的回族因为对

清政府高压政策的不满而爆发了震惊全国的起义。这是针对清政府当局

而发起的反抗行为。尽管整个过程声势浩大，但终以被剿灭而告终。回

族在明朝获得了主体性身份，进入清朝后，回族是以爆发起义的抗争方

式试图维护主体性的存在。虽然导致各类起义发生的原因各有所不同，

但在性质上却是一致的，即以维护主体性身份和捍卫民族权利为宗旨。

起义造成的结果是，不仅消耗了回族社会的内部能量，而且造成了回民

社会与传统国家的隔膜，以至于影响到帝国对回族社会的态度。对清政

府来说，因为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统治基础，所以需要紧锣密鼓地防

范和打击。对回族来说，当清政府的手段触犯其利益时，回族就起而尝

试捍卫，用起义形式表达了他们对政治合法性的怀疑。在此，国家与社

会是以维护各自主体性利益为前提而展开行为活动的。清代的回族缔造

了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点。

5. 民国前后的革命卫士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加大了入侵中国的力度。帝国主义的入侵，

在将中国人置入水深火热之中的同时，也激发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

“三民主义” ( 民族、民权、民生) 的引进，驱动中国人开始思考国际

角色、中华民族身份及生存问题等。面对帝国主义的肆意行动及国内的

混乱局面，发动民主革命运动已成为必然。刚刚摆脱罹难之苦的回族也

加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浪潮之中。辛亥革命、护国起义、北伐战争、第

一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等都有回族的身影。他们倚仗整体民族主义，

投身于公共事务中以重建国家秩序。

通过参与革命战争，回族担负起改变国家命运的任务，在身份上演

变成维护中国国家权利的革命卫士。这一时期是回族新颖身份得以创生

的重要阶段。历史因此去掉了夸张的虚伪成分，将回族转换成改变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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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力量，而不再是违抗国家旨意的 “起义者”。回族及其社会变为

了“正常的”民族和社会。关注中国人怎么在国际上取得一席地位的

现实问题，如何实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想问题，如何摆脱外侮内扰

的困境，以及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问题等，成为了回族存在的

真正理由。总之，这一阶段的回族在认知理念上已经由对小我世界生存

发展的关注转换到了对国家主权、中华民族尊严和地位的关注之上。但

从中也不难洞见到暗含其中的一个逻辑，即回族将自我的发展置入国家

建设的宏大体系及附会于主流模式的策略表达。这一方面改写了回族在

前朝遭遇到的生存冲击，淡化或藏匿了其在前朝所追求的突出主体性的

自我认知，另一方面则是在时空流变的背景下为重新寻觅生存发展开启

了一条新颖的道路。于此，新的时空赋予回族新的社会责任及新的生存

抉择。

6. 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中国在经历系列磨砺后，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踏上了崭新的征

程。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为中华民族的理想。各

民族的行为因此得到整合。作为系统性的工程，社会主义建设包含政

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建设。这一新颖的内容因此使得民族化的意义在

发展和现代化的条件下获得新的生命力。

回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毫无例外地参与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任务的感召下，回族再次

接近主流。政治上，回族是享有权利和义务的中国公民。经济上，回族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文化上，回族是积极推进中华文明复

兴的重要成员。此种情形无疑与新中国成立后一种新的 “集体宏大叙

事”相呼应，即全体中华民族集结心智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毕竟中华民族意识的凝聚是一切行为的最高精神指向。

总之，回族在中国历史上，其身份经历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变化过

程。这种变化除了代表社会发展的某种阶段外，这些具有历史影响的身

份在标志和意味上将是深远而悠长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都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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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这一阶段表述的贴切身份。每一时代、每一阶段都有其特殊

性，由此演绎出的回族身份便有所区别。在这样一系列变动身份的背

后，却又共同塑造了一个战略同一性的效果，即在汉文化背景和中国政

权模式下本土化进程的建构与推进。人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回族作为一

个概念和意义符号，显然是对一个空间的展示，而不是对一种本质的

体现。

三、历时性中的不变

事物发展的辩证逻辑决定了变动事物背后蕴藏着一套不变的机制，

维系这一动态均衡的各种因素由此创造出秩序，使这一事物呈现出结构

性稳定的态势。穆斯林进入中国后，在身份特质上呈现出不断变动的趋

势。对此展开透视能够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渊源于异域的伊斯兰文化在中

国的生存策略。

( 一) 伊斯兰教的历时性维系: 回族本色的保有

文化在本质上是 “从历史延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

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

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①。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人

们的社会生活中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宗教是决定人们价值取向的意义

模式，是由象征性符号来表征的价值系统。宗教能够培植出人们的心理

情操，生产出关于世界的解释模式，构建出文化共同体。通过宗教，人

们可寻求归属、表达自我、认知世界及区分他人。因为伊斯兰教，回族

之间进入了一定的交际网络，建构出了一套特定的交往关系。在这种情

况下，作为个体的回族被看做是集体的一项功能，而回族集体本身则被

认为是一个活动的、不断变化的关系体制的持续表达。

伊斯兰教信仰，始终贯穿在回族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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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这一点，可从外显形制和内蕴意义上得到理解。

在外显形制上，清真寺是凝聚回族的外化符号。回族环寺而居，五

功六信、大小节日、五番礼拜、婚丧嫁娶等都离不开清真寺。清真寺是

彰显回族特点的一个重要标志。有回族居住的地方必然有清真寺。清真

寺模塑并确定了回族的生活半径。即便在条件最不具备的情况下，回族

也会倾其人力、财力、物力构筑清真寺。无论走到何处，只要有清真

寺，就能很容易地勾起回族作为共同体的归属感，激发起回族宁静而平

和之心态。清真寺起到了加强回族同胞之间认同与亲近的效果。与此，

各种装束，包括戴白帽、顶盖头等，以及各类用语，如操 “色了姆”

问候、抒写清真字样的招牌等系列彰显伊斯兰文化外化形式的符号都足

以能够拉近素昧平生、来自不同地域的回族之间的距离。

从内蕴意义上看，《古兰经》在回族的信仰、礼仪、伦理等方面起

着规范作用。《古兰经》所饱含的文化意义不仅存在于回族穆斯林的信

仰活动中，而且还在其社会实践中发挥着规约作用。《古兰经》在回族

社会中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行为规则、和交往惯例，导引了回族的目

标行动，产生了切实的社会效益。“五功六信”是回族穆斯林的基本功

修和信仰准则，生为回族都有义务践履。经堂教育是传承伊斯兰文化的

平台，伊斯兰文化由此得到传承和发展。宗教节日所渲染的热烈氛围进

一步巩固了回族的共同体身份。由宗教信仰而延伸出的礼仪习俗，比如

民居民俗、起“经名”、经字画、婚姻习俗、卫生习惯、饮食禁忌、丧

葬礼仪等不仅整合了回族社会的内部认同，同时还是向外界标识自我的

符号。

在此，无论外显还是内蕴的伊斯兰文化都极大地印证了 “天下回

回是一家”的说法。伊斯兰教熔铸了回族，致使回族对内产生认同和

对外萌发认异。回族凭借伊斯兰教而达致共享意义的生成，同时实现了

与其他民族的区分。伊斯兰教是回族文化价值和意义表征的重要源泉，

其在根本上模塑了回族的统一认知和理解，实现了代际间的相续及区域

间的通融。总之，伊斯兰教作为沟通系统，是在对意义一致性理解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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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实现的。可见，共同的观念和共享的意义是衍生共同行为的必然

条件。

( 二) 国家行为的作用: 国家建设历程中回族及其社会特质的构造

人是具有生命和血肉的自然之躯，是创造和表达本我文化的载体。

共同的文化生活将不同个体链接为整体，串联成共享价值和意义的共同

体。不同共同体之间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通过各种关系的生发从

而建构出实体的社会。回族身份经历的变迁体现了伊斯兰文化共同体与

汉文化共同体的互动。而这一过程则随着国家建设的转型而加强着。在

传统帝国秩序下，回族的身份是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被建构出来的。回

族所采取的策略是在行为上附和帝国体系，而试图在以皇权为核心的统

一中央集权下求得生存与发展。在民族国家背景下，回族则以公民的身

份来附和国家政治经济一体化建设进程的需要。

在此，无论是传统帝国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都无疑在以国家意志

导引着回族社会的走向。国家建设过程中权力话语的生产成为回族社会

发展的罗盘。由此，回族社会由于无政府导致的停滞性或混乱性局面将

是不可思议的。从另外一个侧面看，正是像回族这样的众多共同体的进

化与协作最终促使了传统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显然，没有集

体意识，也就没有帝国体系和中华民族。然而，无论帝国体制或民族国

家机器有多强大，依然没法取代回族的民族精神，其又如何能阻止一个

时代的延续和推进。相反，似乎却是帝国体制和民族国家被不断附加了

新的精神。

回族作为表征伊斯兰文化的载体，在中国大环境下，其身份特质的

塑造、演变是超越原生文化身份的创造性作为。回族不仅塑造了伊斯兰

文化认同，同时还创建了社会认同、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并置。在社

会化进程中，回族不仅产生了以伊斯兰教作为自我认同的归属，同时还

获得了一个来自于外部的社会定义。总体上，回族穆斯林身份的确立显

然是由于内 ( 因) 与外 ( 因) 两股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多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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